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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自信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刘怀玉

摘 要 百年来中国所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道路，内含着深刻的历

史空间辩证法。这一重大实践的理论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呼唤着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哲学对其进行科学叙述与表达。对该问题的研究需要打好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

论方法基础，也需要继承、弘扬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历史

空间辩证法思想方法。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一个伟大而曲折的社会历

史空间重构创新过程，其中包括革命年代的“城市—农村—城市”历史空间的突围与重构，也
包括建设、改革、发展时期的国际性区域化的“独立—封闭—开放—全球治理”的历史空间拓
展以及国内布局的“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多重历史空间生产变奏。中国的发展道路不
仅为中国新发展空间构建创设了新的历史机遇，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了新的、可能的

文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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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首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

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的高度统一，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意义。百年中国所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发展道路，首先是一个合乎历史辩证法的必然过程；而中国正在实现的由生存问题向发展问题、由

被动式发展向主动式发展、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多重转变，也是一个全球化和中国化两个空间相互

重构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内含着深刻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从历史空间辩证法视角揭示中国道路自信

中蕴含的历史规律，有利于深化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中国道路自信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中国的道路自信研究是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辩证法研究支撑的。目前，关于中国的道路

自信的研究可以搜集到国内外两方面的内容。

（一）国外学者研究综述：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中国的世界性影响

中国道路已成为全球学者研究的热词。国外学界对于中国道路与发展空间之间关联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海外中国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地理学等领域，具有多学科、跨学科视角和综合性的特点。国外学界

对该问题的关注焦点，起初是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性特殊性经验，后来转

变成从区域性或全球现代性视野来把握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与创新意义。这种重点转移说明中国道路

的空间哲学意义已经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大致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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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美国历史学家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1]，用西方现代

化的理论方法概括了从晚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现代化事业各个时期的艰难历程，持论颇为客观，有

重要参考价值。《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艾兹赫德则以非常开阔的世界交往史

视野，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世界中心，但自从晚清以来的中国始终处于

其传统的自我世界与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欧美世界秩序之间，实行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2]（P351-
438）。阿里夫·德里克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中，把中国思想作为全球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从而将中国“世界化”（worlding China）[3]（P2）。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集中笔墨描述中外
关系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原有旧制度的基础上 [4]。以俄国著名汉学家季

塔连科为代表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现代化模式 [5]

（P83-94）。
2. 中国道路与区域发展的研究。美国学者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对中国进行了区域性研

究，而不是把中国看成铁板一块 [6]。英国地理学家特里·坎农在《地区：空间不平等与区域政策》中，对

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缘经济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差距的特点，是中国地缘政治

和中国重大战略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7]。俄罗斯全球化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杰利亚金提出，来自中国

的投资将有助于以往那些欠发达的欧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稳步长足的发展，进而会改变欧亚大陆的

现有的经济地理格局 [8]。这些研究对中国发展从区域空间视角进行了解读，但都没有呈现出全球变化和

我国发展内在逻辑的互动空间。

3. 中国道路对世界地缘政治影响的研究。美国学者索尔·科恩在《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
学》中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地缘战略辖区的中心出现，不仅要归因于美国和俄罗斯在

西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衰退，更多是因为中国本身发生了变化 [9]。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所开

启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对内来说是秦朝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对外来说，则使中国从亚洲

文明中心变为世界大国，其参与全球化的魄力明显高于印度、俄国与巴西 [10]（P623，628-630）。基辛格
在《世界秩序》中感慨，中国在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并作为中心角色参

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 [11]（P1-590）。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声
称，中国会成为地区性大国，但不可能成为在各个主要领域都富有竞争力的全球性大国 [12]。他的论调既

警示国人对中国崛起要头脑冷静，也反映出“山鹰折翅”的大国酸意。

（二）国内学界研究综述：“立中、接马、化西”之三位一体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道路自信与空间辩证法的研究，可谓“立中、接马、化西”。“立中”即立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多个视角对中国道路自信问题进行概括和提升，揭示中国

道路演化的内在生命力和特殊性，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接马”即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全

球化时代内涵及其辩证方法论思想，特别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物质生产走向空间化的生

产；“化西”即在引介国外社会空间理论过程中，致力于将西方社会空间化发展议题本土化、时代化，拓展

细化为城市化与城市治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网络虚拟空间、空间正义与不平衡发展等新论域，强调中

国空间实践历史与路径的特殊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道路与马克思空间哲学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回到经典文本探索马
克思空间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为中心勾勒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的思想轮

廓，并形成了资本逻辑、城市化、世界历史与自由发展的人学等研究视角。这些成果呈现了从历史地理

唯物主义、全球化视角理解当代中国的境遇，指出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区域化发展之“新”在于替代

资本主义推动的传统对抗性城市化，创造新型聚落形态，即新文明的创造。

2. 研究我国发展空间策略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与影响。杨秀萍等人的论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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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与启示》研究了毛泽东的均衡发展战略、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江泽民的

协调发展战略，总结了经验教训，对避免出现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失衡具有借鉴意义 [13]（P14-17）。顾海
良教授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全新内涵》一文中，把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布局、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

发展空间的新格局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4]（P12）。还有些学者分析了中共十八大之
后，习近平提出的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引领中国区域发展迈进新的时代。

3. 中国道路与区域发展空间问题的研究。蔡武《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协调发展的历史演变和新
格局》一文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协调发展的历史演进以及现时期的新格

局 [15]（P18-21）。鲁品越的《空间生产：开拓中国经济未来前景之路》一文从经济社会发展视角出发，认
为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以经济空间的开拓和生产为前提，社会生产的重心从物质生产向空间生产转移，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空间生产来消除资本扩张悖论 [16]（P1）。巫建国的论文《关于国
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认为，我国区域开发已由重在改革开放的探索发展到重在追求社会、经济

的协调发展阶段 [17]（P12-16）。这些研究多以从经济学实证层面引入空间发展问题，而从经济学—哲学
视角出发的研究则相对不足。

4. 中国道路与拓展国际发展空间问题的研究。王义桅教授在《中国以合作共赢应对世界之变》中
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人类社会追求大同理想的传统，并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向世界

庄严地表达了中国的天下胸怀，指明了人类新的前进目标与方向 [18]。张文木教授的《世界地缘政治

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结合宏大的视野和细致的观察研究，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全球大变局中的

利益格局，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对中国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设想 [19]。武晓迪博士在《中国地缘政治的转

型——走入全球化的深海》中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的舞台正全面加速地由内亚陆疆向沿海和海洋地带
转移 [20]。这些成果对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好的梳理，但他们对发展空间特别是

空间生产问题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国内外学者相关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中国道路自信与空间辩证法问题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但也

要看到，许多国外的学者以西方发展模式看待中国道路，多数是对其进行价值观层面评价，很少有从实

践生成视角进行的分析。就国内学者而言，中国道路自信中的空间辩证法问题很长时间内是隐性存在的

线索，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反思，而是来自于区域经济、地缘政治、国际关

系等领域研究的伴生品，亟须展开深层的逻辑梳理与系统化研究。一句话，中国道路自信问题呼唤着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叙述与表达。而要研究这一时代课题需要打好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论基

础，也需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革命与建设的不平衡发展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思想资源加以

继承和弘扬，当然更需要对中国革命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作出历史反思和现实把握。

二、中国道路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论基础及其本质意义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问题关系并不大：在人们讨论空间问题时，往往会把社会

历史搁置一边；而当人们研究历史问题时，又把空间问题束之高阁。空间与历史分庭抗礼的局面要求我

们必须坚持空间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视野

中的“空间”问题与概念从来都不是静止与透明的几何学与地理学概念，也不是神秘与主观的文化心理

形式与抽象封闭的符号结构，而是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即它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关系，故“空间化”

或“空间的生产”一词更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的独特深刻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论形态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空间化是指任何一个

社会形态与结构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存在方式作为其载体，诸如地理环境、地方，包括被神秘化的一些空

间形式——宗教的、政治的，比如说纪念碑。国家统一的象征就是中心城市的纪念碑、庙宇、教堂等，这
是传统社会中社会权利、社会关系的一种神秘的、神圣的载体。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空间载体或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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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物，这是广义的空间化内涵。狭义的空间化，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所开辟的统治全世界的抽象生

产方式。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几百年时间屡屡陷入危机却又屡屡幸免于难，生

命力虽然衰却不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具有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能力。列斐伏尔把这种能力称

为“抽象的空间生产”。抽象的空间生产有其西方传统文化渊源：基督教一神教、法律体制、普世价值观

念、印刷术、货币体系等等。没有印刷技术就没有地图，没有地图就没有非常强烈的国家主权、边疆意识。

另外，西方资本主义统治全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构了掌控世界的货币体制。此外还有知识产权

的垄断统治体制，对全球稀缺能源比如石油的掌控体制等等。这些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的

表现。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方式转变为 21 世纪
以金融信息数字技术主宰社会结构的抽象空间的生产。当然，这并不是说具体的物的生产已经完全被

非物质生产方式所取代，而是说脱离地域的与具体的物质内容的“空间的生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方式。上升到一个规律性认识高度，我们可以说，纵观历史发展趋势，整个人类

社会、特别是现代人类社会的“生产”不但是一定自然物质环境（其认识现象表现为空间与时间特性）制

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与时间条件限制而实现的社会关系空间的“自我生

产”过程，即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体系”。换而言之，现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就

是社会空间的反思性自我重构，而不是自然空间中的物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由于受追求剩余价值和交

换价值的“绝对命令”所决定，这便意味着其使命和任务从根本上就与传统社会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简

单的重复生产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冲决一切自然界限与神意的禁忌而实现的既是“革命性的”、也是

“虚无主义的”疯狂扩张过程 [21]（P389-390）。资本的扩张表面上是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22]

（P538），而实际后果却是实现了自身空间的不断升级换代与无限高速的扩张。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视野中的现实问题研究包括三个层面或维度。其一曰城市化。它是资本主义

和当代世界空间化发展最直接、最具体的地理景观。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公式就是通过不断地积累扩大

再生产，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而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活需要，而是为更大一轮的投资做准备，剩

余价值要变成一种新的投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积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第三世

界人民消费能力越来越下降，就导致了过度积累，相当一部分剩余资本无法实现转移，变成了一种滞留

的货币，这对资本家而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只有在运动中在流通中才能生存与增殖。在这

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必须把剩余的资本进行投资。资本缓解过度积累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未来投资

和对外围空间投资。对未来投资包括金融投机、教育投资等等。对外围空间投资是哈维提出来的，就是

对人居住的环境或者人工环境的投资。作为人造环境的投资与生产，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并

不是基于人类生活需要，而是基于资本转移或者缓解过度积累而采取的一种投资形式，是资本扩大再生

产或者说延长流通时间的一种投资形式。换言之，城市是政府和大型企业把手中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

利润、财政收入进行消费、投资的一种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第二个现实问题就是全球化。从空间化角度看，全球化是由今天发达的

通信技术、交通技术和能源金融等等为支撑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一体化过程。全

球化是由发达的技术做支撑的，例如通信网络技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信息、能源传播的传输问题，这可

以让世界同步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此外，空调、冷冻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一些企业的生产不受地方的气候

和能源限制，可以采取同步转包、子公司流水作业，让某个企业遍布全世界，这本身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

和管理水平。这都是由于技术引起的，但是主要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存在。资本为

什么发展全球化？一方面技术为其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资本需要去寻找廉价劳动力进而追求剩余价值

的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性。全球化绝对不是世界都普遍地从落后中解放出来，而往往是以一个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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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加剧另一个地方的落后为代价。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面临的第三个重大现实问题是国家的“再区域化”发展。现在世界各国都被纳

入全球化时代与体系之中。国家、民族的特征和界限没有被消灭，仍然存在，但是国家、民族的边界和内

涵在松动，在淡化。今天的国家还有固定的国土边疆，还有政治制度符号的认同，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的认

同，但实际上真正起重要作用的国家功能是一种高度动态化区域化再生产性治理体系、技术和能力。国

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所在国、所在地区的超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群为中轴或者说为枢纽而导致的一

种经济、政治、文化的重新区域化发展。从空间生产角度理解，今天的国家主要是一种经济、政治的管理，

或美其名曰“服务型政府”，而不复是原来理解的剥削、统治工具。由此可见, 在当代世界，城市、国家与
全球化三个基本层次的空间化发展已经交织为一体，变为由多重空间尺度所组成的灵活弹性的复杂整

体。也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国家边界与政治宗教或者民族的主权形式开始松动、移动甚至瓦解。相

对稳定而独立的民族国家空间，一方面成为“脱域化”的全球化国家，另一方面成为“重新辖域化”的地方

经济政治机构 [22]（P44-53）。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论视角与思路，毫无疑问地为“中国道路自信”问题之研究开启了全新的

视野与论域。正如前所述，整个人类社会文明之进步趋势就是一个各自社会的特定空间持续不断地扩

展、提升与转换的过程。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独立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发展首先是一个从传统封闭的社会空间走向现代的开放文明空间这样一个

重构创新过程，但就其实质意义而言，这一过程从开始就不是就范于现代世界的占统治地位的空间秩序

的“按步就班”的排队发展过程，而是艰难地穿越与突破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

义空间控制的过程；中国发展道路不仅为中国新发展空间构建创设了新的历史机遇，而且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打造了新的、可能的文明发展空间。

对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哲学表达，主要是从空间辩证法视角历史地把握中国如何从封闭自大的中

央王朝沦为西方附属边缘，进而陷入第一次不自信与危机；如何通过革命逻辑确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如何通过改革开放逻辑走出传统建设模式主客观封闭的危机从而克服第二次不自信；如何在主动引领

世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真正道路自信，由此理出一条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脉络。

其学术价值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一种全新视角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进程予以反思，有利

于进一步思考中国发展新空间趋势与未来的可能性，丰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是在广义层面上拓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视域，有助于更为完善地建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更新历

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三是深化对全球现代性理解，有益于进一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内在危机，

增强走中国道路的自信心。四是研究全球变化与我国发展互动的内在逻辑，以便于进一步探索中国道路

自信的辩证法内涵。

三、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研究

已如前述，研究中国道路自信这个重大时代课题，除了打好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解基础之外，还

需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不平衡思想以及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历史空间

辩证法思想资源加以提炼与继承创新。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是突破与消解包括黑格尔历史哲学在内的近代欧洲理

性主义。马克思青年时代所面对的“哲学信仰”，是一种隐含着包括神学目的论基因在内的泛逻辑主义、

普遍理性主义，特别是披着进化论科学外衣的历史决定论。马克思新历史观革命所要突出的，并不是启

蒙主义张扬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普遍规律性，而是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非目的性、复杂性与不

平衡性特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绝对异质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所笃信的所谓人的类

本质异化及其扬弃式复归的目的论式的历史概念。马克思心目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核心逻辑，既不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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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所说的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直线论进化论，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颠倒的物化的统治，而

是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异质性的历史结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广为人知的关于

人类社会普遍的必然的统一的发展规律与过程这样的通俗易懂的历史假设与概念明显不同，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部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的文本中阐述了一种更加复杂而且严格的历史唯

物主义概念：首先，历史发展的本质并不是不同历史时代内在的连续性、一般性和共同性联系，反而是

“区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异”。其次，线性的平滑的积累式的启蒙主义进步观，作为一种隐性的

唯心主义人性论历史观，必然让位于马克思心目中更能科学地再现客观现实的“断裂的”“分叉的”“不平

衡发展”的历史观。最后，现代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从前人类

历史的自然延续与充分发展，而是在一种全新的总体结构中对以往历史的摧毁和重构 [23]（P39-46）。
换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革命意义并不是用一种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概念相类似的“普

遍的必然的”历史概念对此进行唯物主义改造, 而是认为任何一种试图普遍说明一切民族国家地区历史
的做法均是“超历史”的思辨历史哲学之表现 [24]（P466-467）。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在于用多种
可能的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之实践经验对所谓“大写的”“唯一的”历史逻辑进行解构。相应地，马克思

所谓的“唯一严格”的历史科学，不再是历史的普遍性与阶段性理论假设，而是充满着历史发展的不平衡

性与空间差异性的开阔动态视野 [25]（P34）。
晚年的马克思首次从欧洲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发展之内在不平衡性空间角度思考落后国家

历史发展的跳跃性与革命的可能性问题。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马克思为了进一步加工《资本
论》第 3 卷，完善地租理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农村公社的研究上，着力厘清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演化，
这使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原有的“世界历史”理论形成重大突破。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写于 1873-1883 年
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问题的论述等著作中，包括《给〈祖国纪

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手稿以及《〈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等

文本。马克思提出了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设想等一系列新的思想，开始了

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的具体研究。

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期极具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重要性体现于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很多则把马克思主义禁锢起来了”[26]（P189）。她是第
一个真正关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空间化不平衡发展的思想家。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打开了历史唯

物主义空间化解释的一个历史缺口。她在回答资本主义积累理论难题时，第一次把空间地理视角引入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卢森堡把资本主义形成过程概括为三个不平衡的结构相继替代的过

程，即首先资本战胜自然经济而获得主宰地位，其次资本获得对商品经济的支配地位，最后是资本在世

界范围内最终获得积累的条件从而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并明确指出，不平衡性的空间结构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前提而不是结果。资本主义历史地生成于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中”[27]（P291，335）。
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之间一个基本差别是：前

者认为资本积累主要剥夺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而后者认为资本积累主要涉及的问题是

资本主义中心及其外围即“非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种始终同步发生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而不是历

史性的自我否定。一句话，卢森堡关心的问题是空间的辩证法而不是历史辩证法，是空间角度的“解区

域化”与“再地域化”，而不是传统社会瓦解与否定以及现代社会的重建。受卢森堡的强烈影响，马克思

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据此宁愿用“剥夺性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概念”来概括《资本论》的当代核

心意义 [28]。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研究忽略了资本主义现实发展的结构性因素，而只

关注到它的历史阶段性与周期性，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结构关系，并不是科学抽

象可以去掉的“次要因素”，而是本质因素。如果说卢森堡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只是从抽象一般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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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济角度揭示资本主义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之趋势，而卢森堡则“主要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

义之间出于资本积累的特殊需要而必然发生联系的这一经济逻辑必然性来论证，资本主义积累的顺利

进行必然要依赖于资本不断向全球扩展的运动……出于实现剩余价值和进一步资本化的需要，资本必

然要摆脱对它的一切限止，无限地走向全球，朝着最终的统一的无个性的世界市场运动”[29]（P14）。不
过，卢森堡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积累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却并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

式与国家以及民族国家战争所具有再生产的空间经济学意义。她只看到战争的破坏性，把外部市场与外

围地区混为一谈，轻视了中心地带（资本和集中、决定的权力和巨大的城市的形成等）的经济的政治的

结构与国家的相应作用。卢森堡确实没有摆脱列宁与葛兰西所批评的第二国际根深蒂固的经济决定论

与政治革命自发主义观念的历史局限性 [26]（P189）。这集中表现在她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未来前景的
二重性预言上：“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她并没有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提供明确

的实践途径与主体力量。

列宁是第一个真正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

者。如果说卢森堡以结构决定论假设的方式把不平衡发展作为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来处理，考茨基把

不平衡发展实证主义地归结为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列宁则历史辩证法地把不平衡发展看成帝国主义

的必然后果。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帝国主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著作中，分析了

资本主义政治地理学、空间发展特点，认为资本主义把全球市场分割殆尽，领土资源争夺完毕，必然导

致帝国主义战争，可以利用帝国主义这种瓜分和不平衡结构，在薄弱环节的国家实现革命并建设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

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

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30]（P554）列宁的“帝国主义薄弱环
节”“落后国家的革命”理论就是从这种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结构辩证法、空间辩证法中产生的。社会主

义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通常

所认为的工业发达国家。而列宁在著名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则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

实践意义作了非常精辟的把握：“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使我们能够

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31]（P775）“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
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

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

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31]（P776）这可谓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滥觞！受此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指导，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

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由于苏联十月革

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中国革命从此以后便成为世界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西

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

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

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32]（P666）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与中国革命道路之特殊性不仅具有通常我们所重视的历时性的跨越意义，

也有共时性的结构突破或空间转换意义。上升到一种历史空间辩证法的哲学高度上说，落后国家的社会

主义革命的源头绝不能历史地经验地从某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里面去找，而是要从整个资

本主义世界或者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那里去寻找。换言之，落后国家的革

命历史道路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多重决定因素与矛盾结构而促成的一种地方性不平衡发展的景象，是

本“应该”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或者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革命的一种空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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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问题的对外转移，造成了落后国家的政治问题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问题的同步性整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落后国家的经济落后性促成其本土的政治问题的

“发达”，这就是一种生动具体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辩证法，而不仅仅是历史辩证法。但我们并不能因此

断言，落后国家通过政治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促成其本土产生发达的或者先进性的政治社会制度。“并

不是中国本土历史与经济基础的落后现状导致了中国会出现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相反是其落后

的现代经济状况与发达的丰富的传统政治资源，共时性地促生了一种发达的现代性政治问题。这种世界

历史性的结构不平衡，即落后经济与发达政治问题之客观辩证法与本土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

意识，构成了中国革命辩证法的主客观两个方面。”[33]（P1-15）

四、中国道路自信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演变

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经历了若干的形态与阶段，大致上可以从以下研究角度或思路来

概括：

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分裂与依附的历史空间到独立发展的革命空间

的辩证法。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析传统中国王朝空间崩溃的原因以及沦为西方世界体系附属的必然

性，重点阐明为获得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空间而持续不懈努力的伟大历程，从中揭示近代中国如何从“第

一次自信危机”到通过革命逻辑确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内在历史规律。

中华文明 5000 年的历史空间观，自先秦开始到明清为止，均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四方天下”的宇宙
秩序。明清以降，受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商人携带入境的大量地理历史科学知识图书传播与仪器使用

之影响，国人逐步接受“地分五洲”思想。自此伊始，根深蒂固的“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空间象征秩序

轰然瓦解，旷日持久的“夏夷”“古今”“中西”“体用”的意识形态空洞论战让位于东方与西方两种社会文

明形态之残酷较量的严峻现实。在此历史时段，传统中国王朝空间由于其封闭与落后，必然走向瓦解并

逐步沦为西方世界体系附属。自鸦片战争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 多年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斗
争、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历程，都是一场东西方地缘政治之

争，内含着中华民族争取生存发展空间的价值诉求。中国历史空间的近现代转型过程实乃一部“从‘王

朝地理学’到‘革命地理学’的发展史”[20]（P171）。为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开辟
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井冈山到苏区，从山区游击到全面解放中国，经过了从“以城市为中

心”到“以农村为中心”再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生存发展空间曲折转换过程。正是这个“两次否定”的历

史空间辩证法揭示了近代中国如何从“第一次自信危机”到通过革命逻辑确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内在

历史规律。

二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以国际国内交织互动的结构关系为视野，分

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30 年间发展空间的探索过程，研究国内区域均衡发展空间战略和“三个世界”
的国际发展空间辩证法理论，反思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自信”经验及其内外问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成了中国道路形成的第一个历史逻辑环节——“中国人
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古老的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繁荣与近代屈辱之后，终于又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

屹立于世界东方。但由于受西方帝国主义体系的包围以及东西方冷战格局的严重制约，新中国实际上被

排除在全球性和大多数地区性国际制度之外，而仅仅在原社会主义阵营与第三世界发挥一定作用。直到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中国基本上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局外人”和消极的旁观者，甚至是
对抗者 [34]（P77）。中国复兴之道路可谓困难重重、扑朔迷离。

在被迫自我封闭的国际大空间背景影响下，在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东方大国，如

何有效规划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从 1950 年代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 1970 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前夜，社会主义中国走过了近 30 年的计划经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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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采取了一种“东西南北中”的均衡发展的空间战略，也就是以“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为指导：最大限度

地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所造成的东部沿海和西部内地严重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格局，实现东西部

与南北方区域相对平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在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蓝图指引下，国家统

筹安排全国工业空间布局，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为更有力量地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作为准

备；另一方面，提出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把生产力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

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但也要看到，当时所谓的“空间发展均衡”战略毕

竟是建立在总体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实际上以牺牲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速度与质量为代

价的方式来支援内地中部和西部的发展，这种发展空间的“平衡战略”很大程度上也妨碍了东部沿海地

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30 年中国道路的历史空间
辩证法是基于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而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发展空间模式的突破与协调平衡的新发展空间辩证法之形成。聚焦

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空间模式经验教训基础上，研究国内“两个大局”的空间辩
证法和全方位国际发展空间战略，从中把握当代中国如何克服第二次自信危机主动融入世界文明、因而

确立新的道路自信之辩证发展规律。

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迅速结束了传统
的发展战略与思想模式，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确定了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长期不动摇的基本路线与国策，开始较为主动和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

理。随着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的恢复，中国逐渐

成为国际制度的主要参与者，从区域大国变为世界大国，在国际治理空间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邓小平在 1970 年代末提出并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空间建设战略构想与实践。他从国情出发，根
据梯度发展理论，实施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其核心内涵是“两个大局”的战略设想：一是“沿海地

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二

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5]

（P277-278）。“两个大局”的设想是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经验教训的结果，
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寻找到了新发展空间。只不过，这种突出区域间梯层性开发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战

略，虽然解决了原来的发展水平低与发展不足的问题，却也引起了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的发展空间不平衡

问题。

非均衡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受“第一个大局”发展空间战略制约，东西部地区发展差

距越来越大，同时还存在“中部塌陷”危险。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从 1990 年代开
始，我国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它强化了东、中、西部大发展的合作协调整

合关系，旨在全力缩小各大主体区域间的发展的差异性，构建区域间的平衡性，逐步形成了发展新空间

辩证法。

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空间辩证法。重点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化区域化国际

化发展过程与趋势中的新思想成果，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中包含

的新文明空间辩证法思想问题，由此理解新时代中国如何主动引领世界、进而实现真正道路自信之内在

发生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过程，从历史辩证法角度看是一个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再到以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经济社会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为己任的全面发展过程；而从历史空间辩证法角度来看，可谓一幅从“革命地理

学”到“发展地理学”再到“新文明空间”的动态变奏画面。中国首先是从东西方冷战与南北世界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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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中破解了被封闭孤立排挤的问题，找到并找准了自己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其次是通过充分利用

全球化成果、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迅速缩小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第三是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

增强的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进而引导全球化，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三步走”的开

放发展道路与过程，不仅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而且有助于推进人类新文明空间的形成。

这个人类新文明空间的构想集中体现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

之中 [36]。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应对人类多重共同

挑战的客观需要。正如 2018 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央
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7]。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

史空间辩证法。它既反映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共同诉呼声，也是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空间辩证

法之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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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patial Dialectics Embodied in the Confidence
of China’s Road

Liu Huaiyu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that China has taken and is taking in the recent 100 years
from standing up, getting well-off to becoming powerful, embodies profound historical spatial di-
alectics. This question has major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refore it attracts broad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and calls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to de-
scribe and narrate it in a scientific way. For the study of thi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pproach of spatial theo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inherit
and promote classical Marxist methods and thoughts on historical spatial dialects of unbalanced de-
velopment in backward socialist countries.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 great and tortuous innovation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historical space. During the age of revolution, this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can be summarized as
“city-countryside-city” ,which refers to the breaking-out and rebuilding of historical spac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eriod the process has transformed into both the process
of “independence-seclusion-opening-global governance” (which describes the expansion of historical
spa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balance -unbalance -rebalance”( which
shows the multiple production variations in historical space of domestic layout). The road of China’s
development not only provides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for constructing China’s new developing
space, but also creates new possible space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for the mankind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China’s Road ; philosophical base; historical spatial dialectics ;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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